
利玛窦研究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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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美国 《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
国人有４人，其中利玛窦名列其中①。现今利玛窦对中国人来说，再也不是一位陌生的和有争议
的反面人物。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３０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给学术界带来宽松气氛的结果。

１９１０年，意大利马哆拉达城就举办了一场利玛窦纪念大会。当时意国公使就此照会清朝外
务部，邀请中国派遣有关人员与会，此可谓中国人接触利玛窦研究这一学术问题的肇始。这份文
件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本国名士利玛窦曾在中华传教，所编汉文数卷，概
为中国文人所深佩。该员于万历三十八年物故，现已届三百年之期，其所生处马哆拉达城之绅民
提倡借此年期，大开盛会，以追念本地名哲。特请亚东之国熟习言语文学诸位于西历本年九月二
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开纪念会，用表扬利玛窦之盛绩。请行知驻义使
馆，派员前往入会，以表同情等由前来。除由本部电达驻扎贵国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外，相应
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时在宣统二年七月，即公历１９１０年，正值利玛窦逝世三百
周年纪念之际。清政府对此亦相当重视，派人与会：“照复义巴使，义国名士利玛窦三百年纪念
会已电驻义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由。”②

自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国学界便涉足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③ 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
《圣教杂志》、《上智编译馆馆刊》、《禹贡》等刊物上。中国学界所见到的首篇利玛窦传记，则是
周一良先生翻译的日本学者中村元次郎撰写的 《利玛窦传》④。此后，西文有关利玛窦的传记和
相关著作相继问世。⑤ １９４９年之后，大陆学者对明清耶稣会士的研究，除个别批判性的文章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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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４位人物分别是马克思、列宁、马可波罗和利玛窦。
“义公使巴厘釐纳理为意马哆拉达城举行利玛窦三百年纪念会请派员入会事与外务部来往照会”，本照会档
案由张先清博士提供。可参见张先清 《被遗忘的历史—１９１０年的晚清朝廷与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
《学术月刊》，２０１０年７月。

有关国内研究明清耶稣会士的学术动态，可参阅黄一农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于展望》，《国
际汉学》第４辑，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张西平 《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基督宗
教研究》，第１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张先清 《２０世纪中国之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
《宗教文化》（３），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张先清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间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概述》，中国
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８年６期。张西平 《百年利玛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０年３期。本文侧重于大陆学
者的研究，港澳台及国外学界的研究从略。
《禹贡》第５卷３、４合期，１９３６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大陆和港、台学者研究利玛窦的论着目录，可参阅
《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第１０２－１０５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如裴化行 （Ｒ．Ｐ．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ｎａｒｄ）著、王昌祉译 《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上海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４３
年。此书与作者另一部著作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成为当时中国研究利玛
窦主要的参考书。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 （Ｐａｓｑｕａｌ　Ｍ．Ｄ’Ｅｌｉａ）《利玛窦全集》（Ｆｏｎｔｉ　Ｒｉｃｃｉａｎｅ）３卷分别于

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９年出版。它与１９１１－１９１３年出版的汾屠立 （Ｐｉｅｔｒｏ　Ｔａｃｃｈｉ－Ｖｅｎｔｕｒｉ）编的Ｏｐｅｒｅ　Ｓｔｏｒｉｃｈｅ　ｄｅｌ
Ｐ．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在２０世纪上半叶，还没有为中国学者广为引用。



作外①，基本上沉寂了下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陆学界打破禁区，重启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研究。１９７９

年１１月４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 《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
利玛窦 “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 ‘沟通中西文
化的第一人’。”这是中国官方报纸首次对耶稣会士作出的肯定，为今后学人研究利玛窦作了定
性。其次是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４日 《光明日报》对利玛窦墓的修复作了报导。在此后的３０年里，中
国学界掀起了 “耶稣会士研究热”，而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改革开放为中国学界研究利玛窦吹拂一股思想解放清风之时，西方学界

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范式变换，即由以传教学和欧洲为中心论的范式，转变为以汉学，中文资料
为中心的范式。美国学者孟德卫于１９７９年创办的 《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便是此种范式转变的
标志。１９８２年出版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 《中国与基督教》“是第一部真正采用这个新范式的著
作。”② 此种学术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为我国学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学者前十年的研究，
在西方学者看来，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但他们任何的研究成果，都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
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以中文资料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研究得出的成果。

一、历史的钩沉———前十年时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

前十年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研究主要呈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初期围绕着对以利玛
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评价而展开；二是对有关利玛窦个人传记资料的翻译、整理、爬梳、考证与
甄别。

１、对利玛窦的评价问题
文革后第一篇研究利玛窦的学术论文当推冯天瑜先生的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

（《江汉论坛》，１９７９年４期）。该文首次把利玛窦与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加以区别，“纵观利
玛窦在中国二十多年的活动，我们并未发现他与西方殖民主义海盗直接勾结的证据，并未发现他
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劣迹。利玛窦基本坚持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态度，这是明末耶稣会士能
够与中国人师友相处，并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这篇文章与１９８０年所发表的中
国社科院历史学家马雍的文章③一起从思想观念上为后来学人扫清了障碍，为初期利玛窦研究定
下了基调。之后发表的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肯定的文章，论证的基本观点和依据均脱不出这两篇
文章的窠臼。如笔者在 《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不要把利玛
窦等耶稣会士与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相提并论”，“宗教来往和传播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
要手段，我国古代文明遗产中，有许多就是随着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而介绍进来的。”④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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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侯外庐主编 《中国思想通史》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在大陆能查到的仅３篇文章：朱谦之 《关
于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问题———答萧箑父同志》；乌思溥 《关于十六、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
在中国的活动问题———批判朱谦之先生的观点》；向乃旦 《如何评价明清之间天主教翻译的书籍》，见 《中
国近八十年明史论着目录》，第１０２页。

参阅钟鸣旦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国际汉学》第４辑，第４８５页。

马雍 《近代欧洲汉学家的先驱马尔蒂尼》，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６期。该文指出：“当时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
宗旨，与所有其它宗教企图不断扩大其信仰范围的愿望相同，那是一种正当的传教活动。”

笔者 《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１期。该文被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译成英文时，作者对利玛窦的评价观点被颠倒了。在１９８６年比利时出版的由鲁汶大学南怀仁协会
主编的英文版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１９８６上笔者作了更正。对此，钟鸣旦编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
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Ⅰ６３５－１８００，ＢＲＩＬＬ，ＬＥＩＤＥＮ－ＢＯＳＴＯＮ－ＫＯＬＮ，２００１．作了说明。



意这种观点的学者，对此展开了辩论。①

２、有关利玛窦西文原始资料中译的问题
众所周知，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的英译文并非理想的利玛窦原著译本。然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据此翻译

出版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② 却成了前十年中国学者研究利玛窦唯一参考的第一手中文资料。
由于两岸的隔阂状态，１９８６年台湾学者翻译出版的 《利玛窦 〈中国传教史〉》③ 直到９０年代才被
大陆学者广泛引用。除此之外，９０年代初翻译出版的根据利玛窦西文原始资料撰写的有关利玛
窦传记的专著，也是中国学者主要参考的中文资料。④

谭世宝博士在 《利玛窦 〈中国传教史〉》译本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９年４期）
一文中对利玛窦著述中译本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北京与台北译本都存在与史实不符
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译者或没有核对意大利原文，或缺乏明朝基本的历史知识。这提醒我们：中
国学者在对利玛窦等明清耶稣会士进行研究时，绝不能仅依靠中译资料，只要有条件都要核对原
文。这要求中国学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和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学习和掌握拉丁文、法文、葡萄牙
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中的一、二门。

３、对利玛窦中文资料的爬梳
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利玛窦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摆脱了教会背景，不再囿于信仰，故关注

的焦点不再是传教的得与失，而是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去考察利玛窦在华活动，探讨其对中国
社会各方面影响的客观效果及其作用。因此，中国学者并不满足于西文文献所勾画的利玛窦形
象，而是从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去寻找、发现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历史依据。这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利玛窦的汉文资料有了新发现⑤。如徐朔方对汤显祖与利玛窦交游的发微，其依据

便是汤显祖写的诗作；⑥ 王庆余的 《利玛窦携物考》（《中外关系史论丛》第１辑，世界知识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则对西洋器物在华的扩展作了详细考证；美术工作者还发现了利玛窦留下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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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维华先生的 《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华传教政策的演变》（《文史哲》，１９８５年１期）便认为以利玛窦为
首的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连在一起。其它文章详见前注张先清文。

此书由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英文底本是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Ｌｏｕｉｓ　Ｊ．，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ｗ　Ｒｉｃｃｉ　１５８３－１６１０。此书翻译的过程，正值拙文 《利玛窦与中国》撰写的过程。因此，
拙文无法以该书作参考。不过笔者感到欣慰的是，拙文研究的成果，能成为该书校译时的参考 （见 《利玛
窦中国札记》序言）。

刘俊余、王玉川译 《利玛窦 〈中国传教史〉》，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１９８６年。此书依据
意大利文的 《利玛窦全集》翻译而成。

如１９９１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乔纳斯·斯彭斯著、王改华译 《利玛窦传》（Ｊ．Ｄ．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ａｌａ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１９８４；）和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的同一部书的另一译本：史景迁著、孙尚扬、王丽
丽译 《利玛窦的记忆之宫》；１９９３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裴化行著、管震湖译 《利玛窦评传》上、下册
（此书根据Ｒ．Ｐ．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ｎａｒｄ，Ｌｅ　Ｐｅｒｅ　Ｍａｔｈｉｕ　Ｒｉｃｃｉ　ｅｔ　ｌａ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ｄｅ　ｓｏｎ　ｔｅｍｐｓ，１５２２—１６１０翻译。

１９４３年王昌祉司铎按原意翻译作 《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 《利玛窦评
传》１９９８年再版，书名改作 《利玛窦神父传》）。

１９３４年 陈垣先生撰写的 《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见 《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至今仍是研究利玛窦所要参考的研究论文，并为后学从事利玛窦研究树立了榜样。笔者正是受此影响而写
就 《曹学佺赠利玛窦诗》（《文史》３３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一文。

徐朔方 《汤显祖和利玛窦》，《文史》１２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诗作名为 《瑞州逢西域两僧破佛立义，偶
成二首》，可参见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４０页。



绘书真迹 《野墅平林图》。①

二是以西文资料为基础，参照明代史籍，相互比较，相为发明，考其异同，订其疑伪，辨其
正误。如笔者的 《利玛窦在广东》、《利玛窦看到的明末社会经济》以及王卫平 《〈利玛窦中国札
记〉有关苏州经济的材料疏正》。② 这些文章既为人们研究明季地方社会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同
时也印证了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可信度。
中国学者还关注利玛窦交游人物的社会人际关系，理由是 “第一，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群

体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重要的，因而对这方面的考察可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进
一步运用。第二，从这种研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的传播不是由孤立的某个人物来完成
的，这些人物生活在其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它起着极大的作用。”③ 另外，对利玛窦在华各地活
动情况的考察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特点，多有相关文章发表。④

总之，前十年利玛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利玛窦在华活动史迹的确认上。多数论著停留
于普及性的介绍和宣传上，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观点的新颖程度，都显得相当不够。

二、理性的探索———中十年时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已摆脱昔日评价上的仁智之争，开始进入学术上
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入探讨阶段，一批有深度和广度的论文不断问世，一些年轻学者也开始崭露
头角。在大学里，出现了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选题的博士论文。这一时期，对利玛窦的研究，
侧重于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比较，呈现出中国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由历史的钩沈向理性的探
索的变化。

１、利玛窦与明末儒学的比较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北京大学孙尚扬的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此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

冲突之要害处，进行重点讨论阐发，揭示了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各自思想核心
中的优长及差异，从而阐明他们彼此尊重、吸取、互释与融通的原因和机制，同时指出了各自出
发点上的重大分别。⑤ 作者认为，为了在中国立稳阵脚，传教士们不得不与儒学进行和平对话，
在理论上进行以耶释儒的附和、会通工作。但利玛窦对儒学的肯定和赞扬，只是作为对他执行附
儒路线的敲门砖，对儒学中与基督教观念和思想不兼容的地方，则采取批判的态度。作者提出
“在这种批判中表现出利玛窦神父对儒学的深刻隔膜，即，他没有意识到也无法理解到他所批判
并试图取代的乃是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人生境界”。⑥ 朱幼文 《析利玛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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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 《野墅平林图》是周怀民、于省吾捐赠辽宁省博物馆的。曾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 “利玛窦来华四
百周年文物特展”中展出 （《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２日）。黄苗子 《利玛窦带来的西洋美术》也作了介绍
（《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８月６日）。

林金水 《利玛窦在广东》，《文史》第２０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利玛窦看到的明末社会经济》，《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４年４期；王卫平 《〈利玛窦中国札记〉有关苏州经济的材料疏正》，《中学历史》，１９８６
年４期。

钟鸣旦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国际汉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９８－４９９页。

笔者 《利玛窦交游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１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是这一类型的论文之一。

如曹增友：《利玛窦墓地及葬仪》，《中国地方史志》，１９８２年４期；罗方光：《利玛窦在肇庆》，《岭南文史》，

１９８６年１期；朱世昌：《利玛窦与南京天主教》，《南京史志》，１９８６年４期；宋伯胤：《利玛窦在南京》，《南
京史志》，１９８６年６期等。

杨适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序》，见孙尚扬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孙尚扬 《从利玛窦对儒学的批判看儒耶之别》，《哲学研究》，１９９１年９期。



理学的批判及其影响》① 也持类似的观点。韩国汉城大学宋荣培教授在华发表的 《利玛窦 〈天主
实义〉与儒学的融合和困境》则分析了利玛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所引发的难题。②

２、《天主实义》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较多的学者对 《天主实义》作专题研究，是此一阶段利玛窦研究一大特点。而在这些研究中

颇有新意的则是上文提到的宋荣培文。宋文把 《天主实义》看成是东西方思想相互适应而成的杰
作。作者认为要解读 《天主实义》必须首先了解阿奎那哲学。利玛窦向中国文人讲述 “司明”
“司爱”之理，其目的在于表明，基督教所追求的道理不过是中国士人所追求的伦理理想 “仁义”
而已。如此，利玛窦使耶儒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利玛窦也成了东西方哲学思想对话的中介者。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解读 《天主实义》是此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研究视野，何俊在这方面作

出了有益的尝试。他认为，要实现一种文化传统中的经典价值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获得认可，在
方法上势必要做到两点：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引以作为基础的经典，用于向其它民族论证自己的文
化具有合理性；最好通过对其他文化引以作为基础的经典进行再解释，使之趋同于自己的文化。
利玛窦向中国人论证天主存在的方法，并没有照搬阿奎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证，而是 “使天
主教的天主通过引证于儒家典籍，而在晚明社会中获得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
足以为那些皈依天主教、或者利用天主教的人消除心理的与现实的障碍。”③

３、利玛窦与天主教人性、道德之说
耶儒之间结合的最佳点莫过于道德领域中的善恶问题，基督教中有足够的人文主义可与儒学

人文主义展开深入的对话。而这种对话的始作俑者又当推利玛窦。孙尚扬在这方面作了颇有意义
的探讨。④ 作者基于利玛窦的著述、演讲，分析了利玛窦在人性与道德问题上，与儒学所进行的
种种调和阐述。孙文认为，利玛窦把善界定为可爱可欲，这与孟子所谓的 “可欲谓之善”颇为相
似。利玛窦倡导性善论，并以阿奎那所说的人的类本质为人性，而儒学很早就曾将人的本质与人
性作出区分。熟悉儒学的利玛窦不会对此一无所知，他提出性善论是出于策略上附儒，以与儒学
调和的需要。
在讨论道德问题时，利玛窦试图坚持正统的神学理论，但为了适应士大夫的认识结构和道德

意识，利玛窦又不得不附会宋明理学，或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与理学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如以兽
心与人心来对应朱熹道德哲学中存在着的理欲对立。此种附会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孙文认为，这
种对基督教的背离和对理学的曲解，使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调和不但带有全面性、复杂性，同时
也带来了混乱。究其原因在于利玛窦的调和常动摇于妥协与不妥协之间。

４、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
“合儒斥佛”是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的基调。相比耶儒关系的研究，学界对佛耶关系的研究

还不多见。孙尚扬 《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⑤ 一文对此作了较
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利玛窦从天主教的立场出发，对佛教的一些核心教义，如空观、轮回说
以及佛教的宗教行为等作了批判，但此种批判曲解和独断性的成分居多。利玛窦辟佛给其传教活
动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为一些士大夫反思和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和宗教提供了新的视角，
使他们能较易地克服改宗的心理障碍，最终弃佛归耶；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佞佛士大夫和名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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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文 《析利玛窦对理学的批判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５期。

宋荣培 《利玛窦 〈天主实义〉与儒学的融合和困境》，《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９年１期。作者认为，利玛窦的
解释在哲学观上陷入的困境表现在：①强调极端的二元论，而轻视在现世的人生价值；②把物之宗品分为
“自立者”与 “依赖者”，否定太极为万物之原；③儒教的义理论与利玛窦的功利之辩。

何俊 《跨文化传播中的思想对话———利玛窦的天主论证与中西哲学比较》，《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２期。

孙尚扬 《求索东西天地间———利玛窦论人性与道德》，《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１期。

孙尚扬 《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８年４期。



们的反击，人为地增加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障碍。作者认为如果耶稣会士能与佛教展开建设性的
对话，甚至在对话中自我反思，那么，他们不仅会在中国 “并行不悖”，还会从对方的传教史中
吸取扎根于异域他乡的经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郑安德的博士论文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的护教辩论》，该文系统考
察了明清之际天佛关系，就天佛辩论的主题、策略以及目的作了深入探讨。

５、利玛窦与中国民间信仰
利玛窦在华传教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社会中的民间信仰，这是以往研究中被人疏忽、

或述之不详、或言之偏颇的问题。到了９０年代，随着利玛窦研究的深入，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
出来，赵世瑜先生 《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写在英使首次访华２００年周年之际》① 一文对此作
了富有挑战性的回答。作者指出，在这个问题上 “利玛窦们的失误”。他认为，明末入华传教士
猛烈攻击 “偶像崇拜”，似乎得到了许多主张经世和儒学复古的士大夫的支持。这使利玛窦感到，

在对付佛道二教之时，儒学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但利玛窦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使是痛诋佛道
的学者，也免不了敬神拜鬼。民间信仰及以此为主体的民间文化，已融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左右着日常习俗，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而利玛窦却乐观地认为中国人的 “偶像崇
拜”无关紧要，下层民众更易接纳天主教，这显然是对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误解，以致他们向普
通老百姓传教时，对民间信仰采取了漠视、甚至是傲慢的态度。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耶稣会士归
依中国教徒成功与否的思考。究竟是基督教改造了中国百姓和中国民间文化，还是中国百姓的实
用主义精神使基督教完全变了样？传教士在根除偶像崇拜的同时，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啼笑皆非
地扮演和塑成了他们自己所一再反对的 “送子娘娘”、“驱蝗神”等偶像角色。

６、利玛窦与东方传教运动中的民族问题
东方传教运动中的民族问题，这个在利玛窦研究进程中鲜为人知的史实，是在一部庞迪我研

究的专著中提出来的，即张铠的 《庞迪我与中国》②。引发张铠关注此一问题的是，利玛窦于

１６０６年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一封信，在其中，利氏直言不讳地批评庞迪我 “表现不佳”
“无德”“又欠明智”。这确实令人感到意外，但它毕竟白纸黑字写在利玛窦的书信集中。正是这
个疑惑，又把人们带回到学界早已平静下来的耶稣会士是否为殖民主义先锋队的问题上来。张书
从东方急剧变化的国际大背景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利庞之间的矛盾并不单
纯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而主要是东方国际形势和民族矛盾的反映。

张书研究成果提醒我们，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的世界大舞台。而作者以
详实的资料说明耶稣会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关系，是以往同类仁智之争中最令人信服的论述。

７、利玛窦传教策略与方式的研究
对利玛窦传教策略与方式的探讨似乎是利玛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多引发学者的关

注，③ 其中郭熹微的 《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观点新颖，给人以启迪。④ 作者提出，利玛窦的
传教方式是比较合乎实际又不违背基督教仁爱精神，它并非其别出心裁的独创，而是与其所处的
文化氛围及耶稣会创建的历史背景相关，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精神影响的产物。利玛窦之
所以会在中华文明中探寻所蕴藏着的基督教火花，力图去发现它们之间的 “重叠处”，并依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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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写在英使首次访华２０００年周年之际》，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５
期。

张铠 《庞迪我与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如陈雪花 《浅议利玛窦 ‘合儒’》，《浙江学刊》，１９９１年４期；陈典松 《浅论利玛窦 ‘补儒’》，《孔子研究》，

１９９３年２期；康志杰 《利玛窦论》，《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２期。

郭熹微 《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５年１期。



为传教的出发点，不过是因为 “人类基本的、普遍的精神上的需要。”而利玛窦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足以使一切真正的人的文化和谐地鸣响”。康志杰 《利玛窦
论》认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实行的是 “调和宗教信仰”与 “学术辅传教”的双轨方略，所谓的
“灵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变通；所谓的 “调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宽容。

２１世纪甫来，一部研究利玛窦适应策略的力作，即沈定平的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也随之问世。正如专家评说，“研究明代西方传教士活动的著作很多，或就事论事，或简单地加
以 “进步”、“反动”的断语，像本书这样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此进行探讨的著作，实不多
见。”① 该书认为耶稣会士中国传教路线，经过沙勿略的初步酝酿，范礼安的具体谋划，罗明坚
的最早实践，直到利玛窦集其大成，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的传承下来并基本形成。作者
认为，１６０９年２月１５日利玛窦致耶稣会远东副省会长巴范济的一封长信，是对其毕生追求和完
善的传教策略的总结，也是自沙勿略以来适应性传教路线形成的标志，更 “为耶稣会传教区确定
了一直保持了两个多世纪的基本方向、一种传教政策、一种很高的科学水平、一种灵活的适应中
国习俗的作法”② 奠定了理论基础。此书的出版既为上一世纪学界研究利玛窦作了一次较全面的
总结，同时也为本世纪进一步深入研究开了个好头。

三、纵深横拓———新世纪头十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粗略统计，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７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 （含编、译著）有

３０余种；发表的论文达３５０余篇，其中硕博论文占有一定比例，且区域分布相对平衡，这不仅
表明利玛窦研究受到普遍重视，而且还预示着相关研究后继有人。
概括地讲，近十年来利玛窦研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利玛窦在华活动的方方面面均作了细

致入微的研究。在考证辨析利玛窦在华活动的同时，利玛窦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社会史、区域
史、专门史的研究范畴。这也就形成了另一研究特点，即跨学科、多角度地审视利玛窦，并多有
借用社会学、诠释学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先期研究成果也获官方认可与接纳，并成为社会共
识。中央电视台、故宫博物院联合录制的纪录片 《故宫》（２００５年发行）对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宗
教使命直言不讳，对其所输入的西洋器物、科技也持肯定态度。纪录片还揭示了一个严肃的话
题：西方科技和器物更多的是被当成宫廷玩物，西洋钟表的表针并没有使清王朝与西方前进的节
奏对接。这反映出国人试图通过中西交往的历史，冷静地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之相伴随的
是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应对多元文明的共存共荣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利玛窦所开启的
近世中西交往模式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是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利玛窦研究持续升温，成为
中西学者共同致力的课题，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择其要者述于其下：

１、利玛窦中文文献的整理与汇编
经过２０余年的努力和沉淀，编撰一部利玛窦中文文献集显得必要而且可行。郑安德汇编的

《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周駬方校注的 《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王美秀、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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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席微叶等 《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载耿昇译 《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

１９９３年，第３页。



黎主编的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东传福音》均收录有数量不等的利玛窦中文文献。① “辑集
较完整，版本较可信，校勘较审慎，标点较准确”② 当属朱维铮先生主编的 《利玛窦中文著译
集》。此书共收录利玛窦中文文献１７种，１５种全文收录，２种存目。③ 除此之外，编者还收集了
相关的序跋题词，并对文献逐一作简介。总的来看，此书收集之广、点校之精，表明了中国学者
对利玛窦中文文献的掌握已达到一较高水准。
编者明言 “实非利玛窦本人所撰或直接口译的论著均不予入辑”，这体现了编者谨慎的治学

态度。如 《辩学遗牍》一文，长期以来虽归在利玛窦名下，但早在明末清初便有人指出是篇并非
全为利玛窦所撰。对此，周駬方先生已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④ 另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一
用拉丁文、中文抄写的文本，后被标记为利玛窦所写的天主教义。张西平先生考证后认为此实为
佛经，乃是耶稣会士初入中国大陆探究佛理，学习汉文的读本。另外，通过勘比拉丁文笔迹，张
西平认为作者是麦安东。⑤ 海外图书馆也藏有署名利玛窦的中文文献，如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
的 《圣经约录》、梵蒂冈图书馆的 《天主教要》等。这些文本是否为利玛窦所写还有待考证。值
得注意的是，台湾所收藏的 《斋旨》一文确为利氏所作，并录入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
献》（１９９６年影印出版，辅仁大学）。不知朱先生何故没有辑入此文。此种现象或许提醒我们，
明清天主教汉文文献的挖掘仅立足于国内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台湾、罗马、巴黎等地也收藏有丰
富的资料。当然，绝大部分利玛窦中文存世文献基本上均已被发现，史料文献上的突破已变得极
其可微。这就要求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现有文献的深挖上。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有不
少学者致力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以利玛窦某一部文献作为学位论文和专研的课题。⑥ 近十年来信
息技术日新月异，古老的历史学科也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上的电子资源也值得注意。⑦

２、利玛窦与耶儒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有关利玛窦耶儒关系的探讨引人注目的有两种研究路向。一是对王学与利玛窦

在华活动内在关联的揭示。朱维铮先生力图从明末学术流变来破解 “利玛窦成功之谜”，他敏锐
地观察到利玛窦北上的历程 “恰好踩着前一百年王学由前驱到教主自南至北拓殖的路线”，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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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郑安德 《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汇编》中的史料源出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中利玛窦的著述有：《天主实义》、
《辩学遗牍》、《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周駬方在 《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中共收录明清
天主教文献７种：《辩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记》、《天学传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

可见这些文献多为有关天学的辩驳之文；《东传福音》共２５册，影印了上迄唐代景教文献，下至民国期间的
基督教文献，涉及明清天主教史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第２～１１册，其中所收录的利玛窦文献有：《天主实义》、
《辩学遗牍》、《重刻二十五言》、《重刻畸人十篇附西琴曲意》、《畸人十篇》、《交友论》、《西国记法》等。

朱维铮主编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页。

朱先生认为现存的归在利玛窦名下的中文文献有１９种，１７种可以确定，其中全文收录的１５种分别是：《天
主实义》、《交友论》、《二十五言》、《西国记法》、《坤輿万国全图》、《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西琴曲意》、
《西字奇蹟》、《浑盖通宪图说》、《畸人十篇》、《乾坤体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复虞淳熙》、《理法
器撮要》，２种存目：《几何原本》、《同文算指》。

参见周駬方 《辩学遗牍·前言》，《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１册。

张西平 《利玛窦的 “天主教教义”初探》，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５年夏之卷。

邹振环 《利玛窦，＜交友论＞的译刊与传播》，《复旦学报》，２００１年３期；李庆安 《＜西国记法＞及其历史
命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３期；硕士论文有：严晓翚 《利玛窦＜交友论＞与明末士林》，上海
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王婕：《论＜西国记法＞在明清之际中国的遭遇及其启示》，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

台湾学者黄一农曾倡导所谓的 “ｅ－考据”，一些明清天主教文献也登堂上网，一些学者也开设了自己的网
页、博客。网络上的资源可谓是林林总总，鱼龙混杂，对其作一汇总、辨别、整理、分类就显得尤为必要。

福建师大的蔡明晶同学便对此作了初步探讨，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 “网络环境下明清耶稣会士研究之探索”
（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



关键时刻 “得到王门有关人士的同情和奥援。”① 在 《晚明王学与利玛窦入华》一文中，朱先生
阐释了利玛窦赢得王门士人好感的原因。② 此种观点可谓真知灼见，摆脱了对利玛窦耶儒关系的
泛泛而谈。朱先生意识到晚明经学与西学 “二者发生遭遇以后激起的一连串学术畸变”实为促使
中国 “走出中世纪”不可忽视之因素。在 《经学与神学的相遇》 （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一书
中，李天纲对此做了进一步研究，他探讨了天主教对明清汉学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 “经
学和神学作为经典诠释学，本来就会发展出相似的经解方法；更不用说神学家和经学家们坐在一
起，切磋交流，借用术语，吐露心得，相互之间会激发出何等的共同见解，感受到 ‘心同理同’
的共鸣。”③ 以上两位学者虽提出了问题，却很难单从史学实证的角度梳理清晰经学与神学之互
动。李天纲的分析已经沾染上浓厚的诠释学方法，这或许意味着对历史文本作哲学思想史的探
讨，或许更有所获。这也就出现了另一种非历史学的研究路向—诠释学的文本分析。
张晓林的著作 《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便把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作为诠释学的经典范本，

并应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对其进行探究。他认为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冲击，即形成了
“一种新的、异于儒家道统的思想体系”，“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道统的精神”，并认为此种精神与
后来的乾嘉考据学、太平天国运动乃至戊戌变法均有内在关联。④ 与此同时，另一部以诠释学的
视角探讨明清耶儒互动的著作刘耕华的 《诠释的圆环》也出版问世。除了书写范围更为广泛外，
刘著还具有自己特色，诚如孙景尧所言是书 “最见功底也最具启迪的就是，作者选择了 ‘太极’、
‘理’、‘性’、‘心’、‘仁／爱’、‘孝／敬’、‘天命’、‘君子’、‘圣人’等儒学范畴，‘万物一体’、
‘精气为魂’、‘气化流行’等儒学命题，以及当时不同派别的三个传教士及其代表作为个案，作
了条分缕析的层层论述。”⑤ 可见，学者们已把天主教纳入中国思想学术的流变脉络，以考察耶
儒的内在互动。当然这个工作远未结束，学理上的梳理如何得到实证上的支持或许是问题解决的
关键所在。

３、中西神哲思想交流与比较研究
此一阶段学者们多关注由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所传入的天主教灵魂说及其影响。张西平的 《明

清间西方灵魂论的输入及其意义》认为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宣扬灵魂说，乃是为了投陆王心学之
所好，并认为西方灵魂说的引入其意义在于 “一是在本体论上引入了西方的世界二重化理论；一
是在认识论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认识论思想”。⑥ 虽然利玛窦作了一些会通工作，但当
“用中世纪哲学的理论说明世界二重性”揭示灵魂的本质属性时，“则会使儒生们感到十分困难”。
由此，作者认同谢和耐所言的 “中国人对于在基督教中那种存在着一种有理智的并能自由决定从
事善恶行为的灵魂之基本概念是陌生的”的观点，但又强调中西哲学的差异 “并不能证明中国文
化不需要这种哲学，而只是说明在传播和接受西方哲学时应注意中国文化的特质，需要进行创造
性转化。”
许苏民的 《灵光烛照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认为 《天主实义》一书中基本上持 “先秦儒家的

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相同，而宋明理学则不同”的立场，并从五个方面予以具体分析。作者认为
“利玛窦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确实道出了理学在理论思维上的某些缺陷和失误”，但他的某些否定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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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第１８页。

作者分析道：“东西南北四海皆可出圣人”的观点为天主教东传提供了理论契机；天学的修身之道为王门人
士提供了借鉴；利玛窦迎合王学对 “师友之道”的重视而撰写 《交友论》，参见 《晚明王学与利玛窦入华》，
《中国文化》，２００４年１期。

李天纲 《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中华文史论丛》，７２期，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张晓林 《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３４８页。

孙景尧 《诠释的圆环·序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页。

张西平 《明清间西方灵魂论的输入及其意义》，《哲学研究》，２００３年１２期。



论 “实在只是他的推论，虽然合乎逻辑，却不合乎理学家本意”，此种认识上的偏差也影响了龙华
民，为其武断地认为中国哲学 “屈人伦于物类”埋下了伏笔。而马勒伯朗士对中西哲学差异的看法
则较为公允。作者认为传教士 “一切有限的物质的存在都是不完满”的观点乃是天主教与清廷冲突
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中国哲学的西渐，对于西方哲学摆脱附庸地位起了积极作用。①

以上两文表明，学者们力图从动态的视角探讨中西哲学交流给各自社会带来的影响，并从当
时中西哲学对话的历史境况中抽离出一般的规律，以作今日之借鉴。

４、中西伦理研究
对利玛窦所肇端的中西伦理尤其是性伦理际遇之研究属一新开辟的学术领域，其中不乏力

作，成为近十年来利玛窦研究一大亮点。陈登的博士论文 《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整体考察了利
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西方背景，并对其神学伦理、交往伦理、家庭伦理等作了分门别类的研
究。②

林中泽先生则另辟蹊径，对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③ 作者认为，利玛窦等
耶稣会士在华的性伦理实践，对他们的传教产生重大的制约作用。利玛窦对独身生活的颂扬，不
可避免地与中国孝道观发生冲突。为减缓冲突，利玛窦采取了 “是孔非孟”做法，企图以此切断
生殖与孝的关系。但不管利玛窦如何挖掘中国古代圣贤间的分歧点，都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或改变
孝的传统内涵。与此同时，利玛窦在其它场合下并不避讳利用孟子的权威。这说明，利玛窦对儒
学权威的利用是相当功利的，也是权宜的。要真正说明独身主义的合理性，利玛窦仍须回到天主
教神学立场上来，因此他用西方的标准重 “定孝之说”和 “定父子之说”（三父说），而儒家自有
其忠孝理论。为协调两者，利玛窦虽在 “忠”“孝”之中塞进了一条 “信”，但又把俗世顺逆一概
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归之 “道”的变化上，而这又与基督教的恩典说大相径庭，由此得出结论：利
氏协调孝、信关系不过是实施其传教策略的手段，其功利性和倾向性决定了这种协调必然破绽百
出。另外，林中泽先生还就入华耶稣会士的经济伦理对儒家的调适作了阐发，认为耶稣会神父所
作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④

５、利玛窦易服及其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
近十年来，有关利玛窦与佛教关系的论文数量可观，但多着眼于 “以天辟佛”或 “以佛辨

天”，未摆脱佛耶冲突论的窠臼。⑤ 利玛窦 “易服”则为深入探讨佛耶关系提供了最佳切入点。
赵伟 《耶合释道：利玛窦对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经验的借鉴》一文基于利玛窦僧服这一史实，

认为 “利玛窦真心地承认穿僧服是传播基督教一条比较有效的便捷途径”，这与其在印度的生活
和学习经历有关，利子易服标志着 “传播天主教方式与归化中国人理论的转变”，而此种转变与
“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策略暗合”，由此作者推测利玛窦借鉴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验，并总结
利玛窦 “传教策略的实质是求同求异，即对与天主教相似性较少的儒学求同，而对与其相似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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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许苏民 《灵光烛照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２期。

陈登 《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２年。

林中泽 《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以利玛窦 〈天主实义〉和庞迪我 〈七克〉为中心》，广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林中泽 《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经济伦理及其对儒学的调适》，《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８年１期。

如李圣华 《利玛窦与京师攻禅事件》，《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９年春之卷；凌长臣 《明清之际佛耶两教交涉
考》，《上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３期；马晓英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其影响》，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２年４期。以上论文多基于利玛窦中西文献，故多是通过利玛窦的立场来看待耶佛之异；有些学者则从
中国佛教文献出发，考察此一阶段的耶佛冲突，如陈永革 《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晚明佛教丛林对天主教
义的论难》，《宗教学研究》，２００１年４期；戴继城 《对朱国祯＜达观始末＞一文的辨正———兼驳利玛窦对紫
柏的有关评述》，《宗教学研究》，２００７年１期。



多的佛教求异”。① 此文结论令人耳目一新，足为一说。

计翔翔的 《关于利玛窦衣儒服的研究》则爬梳中西史料，考证利玛窦易服时间为 “１５９５年５
月１７－１８日前后，地点为江西樟树”。作者认为耶稣会士易装除了需要向耶稣会上级报告外，更
重要的还要获得 “明朝社会各界，尤其是儒生阶层的认可，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② 可见，

作者主要从明末社会内部来看待易服问题，并对易服的某些史实作了考证辨伪。

林中泽的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认为入华之初耶稣会士的排佛策略
便已成熟，利氏之所以仍旧僧服，乃为了 “急于与声名狼藉的葡萄牙商人保持距离，以便获得定
居内陆的机会”。当然，这仅是权宜之计，“‘僧人’及 ‘天竺’之说，纯属借用，前者是为了表
达西士的非世俗性，而不是真的把自己等同于佛教僧侣；后者则是为了表明其故里的遥远，而不
是真的说他们来自印度。”而天释的相似性则使中国官吏混淆天主教的真正属性，故也要求西士
僧衣。因此，西士们僧衣 “具有更加被动的性质”。③

“易服”乃是天主教东传历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戚印平的 《远东耶稣会士关于易服问
题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便考察了日本 “易服”事件，并认为它与利玛窦的易服 “本质并无二
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意味着欧洲文化本位主义的调正与修正。”④

除了深究天释关系之外，学者们还就天主教与中国其它宗教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从而拓
宽了研究领域。如陈可培的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对 《畸人十篇》某些思想与道
家关联的讨论；⑤ 金刚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对 “回儒”和 “西儒”的比较研究；⑥ 天主教与民间
信仰的关系继续受到学者的关注，⑦ 代国庆的博士论文 《明清之际圣母玛利亚的中国形象研究》
（华南师大，２０１０年），认为正是在玛利亚这一神学形象上，实现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通
融，并造就出本土的圣母形象以及朝拜圣地。

６、利玛窦与 “西器东传”研究
李之藻曾对天学作了 “理”、“器”之二分，以上诸种研究大体上可归为天学之 “理”的范

畴。其实 “天学”之 “器”更受讲求实用主义国人的青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新世
纪以来，“西器东传”研究依然热络，⑧ 其中对利玛窦历算、舆地之学的研究颇具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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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翔翔 《关于利玛窦衣儒服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１年３期。

林中泽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学术研究》，２００９年４期。

戚印平 《远东耶稣会士关于易服问题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浙江学刊》，２００３年３期。

陈可培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东方论坛》，２００７年６期。

金刚 《“回儒”和 “西儒”比较研究———明末清初之儒家型穆斯林和儒家型基督徒》，山东大学，２００９年。

李琼 《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０３年９月；张振国 《天主教
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应对———以明末至鸦片战争为限》，山东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

音乐：陶亚兵 《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汤开建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
略》，《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３年２期；史琳 《对利玛窦与中西音乐交流几个问题的探讨》， 《郑州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年４期；张娟 《明清时期西方键盘乐器在中国》，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６年。美术：莫小也 《１７－１８
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汤开建，陈青松 《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播与西洋宗教画
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６期；文铮 《偏见与宽容—利玛窦与中西美术的相遇》， 《美术观察》，

２００８年８期；史正浩 《＜程氏墨苑＞中西洋图画的相关问题研究》，《艺术百家》，２００８年６期。文学：赵山林 《利
玛窦与明代戏曲》，《上海戏剧》，２００４年１０期；余迎 《伊索寓言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提前》，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１０
期；江涛 《晚明耶稣会士与西方寓言入华》，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０年。文教：徐文堪 《谈早期西方传教士
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２００４年５期；汪荣祖 《利玛窦传统与辅仁学风》，《世界汉学》，２００６年１期；冯晶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影响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８年。自鸣钟：汤开建，黄春艳 《明清
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生产》，《史林》，２００６年３期。



杨泽忠的博士论文 《明末清初西方画法几何在中国的传播》（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０５年）致力
研究利玛窦所输入的历算之学。作者重点考察了 《几何原本》入华历程，认为利玛窦中断翻译
“完全是意外事件造成的。若不是徐父 （徐光启之父病故），也许他们还能继续下去”。① 除此之
外，作者还考察了利玛窦所输入的非欧氏几何。② 总的来看，杨文既有史学方面的素养又有数学
功底，其结论自然令人信服，这提醒着我们在探讨 “西器东传”问题时，只有把史学与相关专业
相结合才能有所斩获。
中国人对利玛窦所传入的舆地新知一向兴趣盎然，学界也多有猎涉。③ 令人欣喜的，黄时

鉴、龚缨宴两先生领衔编著，完成了一力作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此书 “资料之详实，论述之精到，堪称国内外一流水准”。④ 此书收寻广泛、视野广阔，以
世界整体史观考察利氏地图的来源、传播以及影响，把科技传播史纳入思想史领域，研究文本与
文献文本并存、图文并茂，大大增加了学术性、可读性、收藏性。
庞乃明则考察了明清之人的欧洲观，⑤ 他认为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受利氏影响颇大，利氏所传

播的宇地新知，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之士消除了华夷之防，而主张
向西方学习。当然，这还不足以扭转当时的主流思潮。清人虽对欧洲的认识更进一步，但却主张
西学中源说，这表明清人欧洲观仍存在严重缺陷。
相比而言，由于语言文字的隔膜及史料的匮乏，中国学界对中学西渐的研究则显得单薄许

多。进入新世纪以来，此种状态有些许改观。利玛窦被视为欧洲汉学的开创者，故中国学者研究
欧洲汉学史时，均会突出利玛窦的地位和贡献，如张国刚、吴莉苇的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
张西平的 《传教士汉学研究》等。在这其中，学者又多关注儒学的西渐及其对欧洲影响。⑥

７、利玛窦交游与区域史研究
中国学者较早便注意到传教士与中国人士交游的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继承此一传

统，⑦ 并与方兴未艾的区域史研究相结合。
利玛窦曾在岭南、江右、两京等地驻足留居，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下，利玛窦交际行为和传

教方式有何不同确实值得探讨。康志杰的 《１６至１８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指出
“利玛窦是欧洲传教士中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优秀代表，他注意了解中国的地域文化，注
意实地调查的工作作风”，并认为 “长江中下游城市独特的人文气氛，为利玛窦在此期间开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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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泽忠 《利玛窦中止翻译＜几何原本＞的原因》，《历史教学》，２００４年２期。

杨泽忠 《利玛窦与非欧氏几何在中国的传播》， 《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７期； 《利玛窦与西方投影几何之东
来》，科学技术与辩证法，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黄时鉴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百年回顾》，《暨南学报》，２００６年２期。

卞继之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出版》，《世界汉学》，２００５年１期。

诸如 《明代中国人的欧洲称谓述略》，《历史教学》，２００４年６期；《利玛窦与明人欧洲观的初步形成》，《求
是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从清修＜明史＞看明清欧洲观的嬗变》，《西南大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来华
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６期。

如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朱仁夫 《儒学传播意大利》，《东方
论坛》，２００５年３期；疏仁华 《利玛窦与儒学西渐刍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３期；陈超 《明末
清初的 “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学术研究》，２００６年５期等。

朱炳旭 《冯琦与利玛窦的一段友好交往》《中国天主教》，２０００年第０４期；苏新红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
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东北师大学报》，２００５年１期；邓爱红 《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
区的西学东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４期；吴青，陈文源 《明代士宦祝世禄与利玛窦交游述略》，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４期；李明君，杨权 《王弘诲与利玛窦首次进京》，《图书馆论坛》，２００７年４
期。最新的研究成果是肖清和的博士论文 《“天会”与 “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与交往研究
（１５８０—１７２２）》，北大博士论文，２００９年。



系列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了契机”。① 肖郎的 《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基于利氏与章潢为首
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史实，认为 “利玛窦在南昌事实上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转折点之
一”。② 可见，文教昌盛、物质富庶的江南地区对于利玛窦学术传教路线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
作用。余三乐则多关注北京地区所遗留下来的教堂、墓地等遗址，其力图表达的观点即为 “１７－
１８世纪的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③

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探讨明清天主教史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已做出了有益的尝
试，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张先清博士对福安地区天主教的研究。

８、术语汉译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汉译天学文献虽多有关注，但鲜有对术语汉译问题作深入探讨。其实文字

本身便承载着中西文化的内容，反映出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④ 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外文化的交
流是从文字对译开始的。

Ｄｅｕｓ汉译问题。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乃源于 “译名之争”。冯天瑜的 《利玛窦创译西洋
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争论》总结耶稣会士翻译方法为 “意译、音译并举，意译为主”，并认为天
主、上帝等术语便是意译的例证。但此种意译却引发了龙华民等传教士的反对，导致嘉定会议上
译名问题的争论。⑤ 戚印平的 《Ｄｅｕｓ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侧重分析日本因素在中
国译名之争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⑥ 雍正江的 《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则主要从中国
社会的天崇拜传统考察 “天主”名称之由来。⑦ 玛利亚汉译称谓问题乃由Ｄｅｕｓ汉译所衍生，代
国庆对玛利亚诸种汉译称谓，逐一作探讨，考其渊流，述其内涵。

科技汉译词汇。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创译的科技词汇并没有引发太多的争论。今天我们
耳熟能详的 “几何”、“地球”等词汇均由利玛窦等人所译。对于这些科技词汇的翻译过程及其文
化意义，冯天瑜先生多有撰文阐释。⑧

总的来说，天主教汉译词汇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意义不在佛教 “格义”之下。在个案研
究基础之上，再来探讨天主教圣经汉译问题，这对深入了解明清汉语神学大有裨益。

９、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传教方式差异的研究
利玛窦确立的 “适应”传教策略虽基本上被在华耶稣会所继承，但由于神学观点、民族立场

的差异，加之在华区域环境、人际交往的不同，其具体的传教方式也有所变更。

林中泽的 《利玛窦与庞迪我关系辨析》一文认为影响利庞关系更潜在的原因是二人思想观念
上的本质差异，利氏具有浓烈人文主义背景的工作方式与庞氏的传统中世纪传教模式格格不
入。⑨ 在 《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一书中，林先生进一步指出，利氏的性伦理思想比较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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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志杰 《１６至１８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江汉论坛》，２００３年１期。

肖郎 《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１期。

余三乐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
主教堂》，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谢和耐先生把中西语言文字问题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认为 “语言的结构和辞法似乎把中国和西方的思
想导向了不同的方向，作为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广阔背景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发展之基础”，可参见氏著
《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２３－２２５页。

冯天瑜 《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争论》，《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３期。

戚印平 《Ｄｅｕｓ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３年１期。

雍正江 《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０５年３期。

冯天瑜 《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争论》，《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晚明西学译词的
文化转型意义———以 “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６期。

林中泽 《利玛窦与庞迪我关系辨析》，《史学月刊》，２００３年１期。



其适应策略富有灵活性；庞氏则显得保守、呆板。利庞分歧的延伸和扩大，也就是后来中西礼仪
之争的一方面内容。
吴莉苇在 《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一文中，

认为艾儒略对利玛窦传教方式做了某些调整，诸如从 “上层路线”转为 “基层路线”、注重教理
讲授，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方式上，两者也有明显的差异，包括天主的性质、敬事天主、性善
性恶说、灵魂的性质、是否传扬神迹等。作者认为艾儒略的天主教本位主义较利玛窦更为突
出。①

１０、有关利玛窦日常生活的相关研究
利玛窦个人的生活，诸如在华期间生活来源、费用支出、饮食衣着、语言学习、访亲待友、

信息传递、书籍刊刻、宗教崇拜等问题也成为学者热衷的话题，对此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不仅可
以深入了解利玛窦其人，而且对于认识明季社会以及当时的中西交流也有裨益。
利玛窦宣扬的天主教虽属精神领域，但也要有足够的物质支持，而学界对此鲜有深入研究。

其实明季之人已对传教士的生活来源充满好奇，以致多有认为他们精通黄白之术。对此进行考察
的是汤开建先生，在 《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之来源》一文中，作者详列了传教士经费
来源的四条渠道：教会宗主国及教廷的资助；澳门各界及国内教友的支持；中国政府的赏赐与传
教士的俸禄；借贷收租，参与经贸活动。② 对于传教经费支出、分配问题，章文钦先生以吴渔山
嘉定传教期间的账簿为依据，具体考察了当时教会经济活动，并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多有阐
发。③

对于利玛窦等传教士研习汉语的问题，张西平的 《传教士汉学研究》 （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李向玉的 《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以及肖应云的博
士论文 《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 （１５８２－１７９５）》（暨南大学，２０１０年）等均作
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综上所述，３０多年来中国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凡的道路，从无到有，乃

至今日蔚为大观。利玛窦辞世距今整整四百周年，而今日中国学人对利玛窦的关注热情比之明人
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受中国人如此长久关注的域外之人恐怕并不多见，这其实揭示了一个再
简单不过的道理：凡是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真诚对待中国人、真心地沟通中西文化的人，中国人
均会师友相待，心怀感激。

（作者林金水，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代国庆，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
后。）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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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莉苇 《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 《复旦学报》，２００９年４
期。

汤开建 《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之来源》，《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１年４期。

具体可参见章文钦 《吴渔山嘉定账簿初探》，《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９年２期。


